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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数字创新是企业在数字时代保持竞争力的关键驱动力，而领导者在数字素养方面的提升不仅仅是技能的

增强，更是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和创新的关键推动力。本研究基于高层梯队理论，提出领导者数字素养决

定了企业对新技术和数字化趋势的敏感度和理解能力从而影响企业推动数字创新的能力和效果，基于此

构建了领导者数字素养通过数字业务强度、知识管理的链式中介影响数字创新的模型，并引入数字化战

略作为调节变量。采用多元回归和Bootstrap方法对432份企业问卷调查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

领导者数字素养正向影响企业数字创新；数字业务强度与知识管理在其中发挥部分中介作用；领导者数

字素养通过数字业务强度、知识管理的链式中介作用间接影响数字创新；数字化战略对领导者数字素养

和数字创新、知识管理和数字素养之间的关系起负向调节作用。本研究重点揭示了领导者数字素养对企

业数字创新的驱动机制，为企业推动数字创新提供新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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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igital innovation is the key driver for enterprises to maintain competitiveness in the digital 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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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the enhancement of leaders’ digital literacy is not just about skill improvement but also a cru-
cial catalyst for enterpris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and innovation. This study, based on the Upper 
Echelons Theory, posits that leaders’ digital literacy determines their sensitivity and understanding 
of new technologies and digital trends, thereby influencing the capability and outcomes of driving 
digital innovation within enterprises. Building upon this, a model is constructed where leaders’ dig-
ital literacy mediates digital innovation through digital business intensity and knowledge manage-
ment, with digital strategy introduced as a moderating variable. Multiple regression and Bootstrap 
methods are used to conduct empirical analysis on 432 enterprise questionnaire survey data. The 
results show that leaders’ digital literacy has a positive impact on enterprise digital innovation; dig-
ital business intensity and knowledge management play a partial mediating role in it; leader digital 
literacy indirectly affects digital innovation through the chain mediating role of digital business in-
tensity and knowledge management; digital strategy plays a negative moderating role in the rela-
tionship between leaders’ digital literacy and digital innovation, knowledge management and digi-
tal literacy. The conclusion can reveal the impact mechanism of leader digital literacy on enterprise 
digital innovation and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enterprises to promote digital inno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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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年来，以 ChatGPT、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为代表的数字技术广泛应用于企业生产经营中[1]，
数字经济迅速发展已成为推动全球经济复苏的重要力量。根据《全球数字经济白皮书(2023 年)》，2022
年全球 51 个主要经济体的数字经济增加值达 41.4 万亿美元，占 GDP 的 46.1%。美国以 17.2 万亿美元位

居首位，中国以 7.5 万亿美元紧随其后。但是同世界数字经济大国、强国相比，我国数字经济大而不强、

快而不优[2]，主要原因在于部分关键领域的数字创新能力不足[3]。持续的数字创新是推动数字经济高质

量发展的重要动力[4]，不仅能提升企业竞争力，还能推动国家整体经济发展。但真正实现数字创新并非

一蹴而就，企业应关注很多关键环节和因素。 
已有学者从不同方面对如何促进企业数字创新展开研究，如于璐瑶等[5]在研究政府研发补助对企业

数字创新的影响时，发现随着政府研发补助的增加，数字创新是呈先抑制后促进再抑制的倒“N”型变化，

胡增玺和马述忠的研究[4]显示提高市场一体化水平可以促进企业数字创新提高质量。柳学信等[6]从服务

业平台企业的网络能力、数字平台能力出发，指出两者及两者综合作用对数字化创新有倒“U”型影响。

此外，也有研究将高管团队的个人特质作为切入点研究对企业数字创新的影响，例如匡慧姝等[7]基于高

阶理论和烙印理论研究发现，有信息技术背景的高管比例越大的企业，越能推动企业数字创新“量质齐

升”。王新成和李垣[8]则探究得到设置首席信息官(CIO)等技术高管的企业促进企业数字创新的可能性更

大，同时数字创新绩效更好。还有研究考察了研发背景、数字知识等对数字创新的影响[9] [10]。但是 Park
等[11]进一步指出，企业数字业务仅仅依靠数字技术的信息分析能力是不够的，更应结合领导力、战略规

划等多种能力，因此，本文引入数字素养这一构念，在企业层面涉及管理者在数字环境中有效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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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需的各种认知、情感方面等能力，更能够体现领导者在数字时代的综合能力。 
目前少数研究关注到数字素养在企业中发挥的作用，但对如何影响企业数字创新的探索少之又少。

根据高阶梯对理论和注意力基础观，企业领导者是企业数字创新的重要决策者，占据重要的结构位置并

拥有相应的资源分配权力，其注意力将影响企业数字化战略及效果[8]。Zahoor 等[12]研究表明领导者数

字素养中的知识是企业使用数字技术的重要驱动力，通过数字技术的使用再进一步促进企业的数字化创

新。领导者数字素养既包括对数字技术的使用，又包括其他相关的情感、学习和认知能力。领导者数字

素养可能会通过多种机制影响企业的数字创新：一方面，高数字素养的领导者更加具备数据思维，挖掘

数据价值的能力，更能带动组织的数字化意识和能力的提升，来推动企业数字创新；另一方面，较高数

字素养的领导者由于对数字有更高水平的认知和运用能力，更有信心面对未知的技术风险，增强企业的

数字业务强度。有研究发现在日益数字化的大背景下，数字业务强度高的企业能推动企业在研发和创新

方面的能力[13]。同时，大数据等技术兴起带来激增数据量，信息爆炸势必给企业的知识管理更大的挑战，

吴迪[14]通过研究发现企业知识管理能力正向影响着企业突破性创新能力，企业需要通过主动寻求新的

知识和知识管理来加快自身创新发展，以适应激烈多变的竞争环境。虽然领导者数字素养对企业数字创

新的研究在近几年获得广泛关注，但是对于领导者数字素养影响企业数字创新的内在驱动机制缺乏深度

分析。 
而数字化战略作为企业实现其数字化转型目标而制定的系统性计划和措施，为企业数字化发展提供

了明确的方向和框架，使领导者能够更好地将其数字素养转化为具体行动，从而更有效地推动企业数字

创新。大量企业实践中，具有高数字素养的领导者在有系统数字化战略支持的企业中，其推动的数字创

新项目成功率和创新成果的质量明显高于没有明确数字化战略的企业，企业是否存在明确的数字化战略

在领导者数字素养驱动数字创新中会存在显著的差异。故本研究将数字化战略视为领导者数字素养影响

企业数字创新中的重要调节变量。 
综上，本文构建了“领导者数字素养–数字业务强度–知识管理–数字创新”链式中介概念模型，

实证分析探索领导者数字素养影响企业数字创新的内在驱动机制，以数字业务强度、知识管理为中介变

量，并引入企业数字化战略作为调节变量，希望新的研究视角对企业的数字创新驱动机制有重要的可操

作、可借鉴的启示。 

2. 理论与研究假设 

2.1. 数字素养相关文献 

数字素养最早是由以色列学者 Yoram Eshet-Alkalai 提出[15]，后经过 Paul Gilster 等学者的推广逐渐

进入学者视野[16]。随着研究的不断发展，国内外学者都对数字素养的内涵进行了界定，包括如获取、管

理、整合、交流、评价和创造信息等能力。虽然学者们对数字素养的内涵尚未形成统一的意见，但显而

易见数字素养的内涵不会局限于数字化知识和数字技术应用等能力[17]而是从多角度对其分析。 
对于数字素养的研究，国内有不少研究关注公共图书馆数字素养实践，如借鉴美国、日本、新加坡

等公共图书馆数字素养教育经验[18]-[20]。鲜有学者探索数字素养如何影响企业。 
在现有数字素养对企业影响的研究中，Santoso 等[21]认为员工数字素养帮助企业创新工作取得更好

的绩效。Zahoor 等[12]探讨了管理者数字素养(Manager Digital Literacy, MDL)对中小型企业数字化的影响，

发现管理者数字素养正向影响企业数字技术的使用从而进一步影响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李雪松，王健[22]
也研究了管理者数字素养对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并指出管理者数字素养是通过提升企业学习吸

收能力和促进企业人力资本升级的双中介机制推动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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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来看，国内外现有研究对数字素养从领导者角度出发的研究较少，对于企业发展的研究也非常

有限。因此，本文从领导者数字素养这一视角关注企业数字创新的驱动机制具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2.2. 领导者数字素养对企业数字创新的影响 

Yoo 等[23]首先提出“数字创新”，将其定义为组合数字与物理部件以生成新产品的过程。之后也有

学者将数字创新划分为不同维度，国内学者刘洋等[24]将数字创新分为数字产品创新、过程创新、组织创

新以及商业模式创新四个维度。国外学者 Kohli 等[25]从过程和结果维度，将数字创新划分为产品创新、

服务创新和过程创新。秦佳良和余学梅[1]关注了在数字大时代下，领导者在团队创新中对员工创造性和

团队创造力的影响不断增大，同时在团队合作与员工参与的过程中承担着重要的协调角色。鉴于领导理

论与数字创新的融合发展，数字创新管理领域开始将注意力放在领导力在数字创新中的影响[26]。 
根据高阶梯队理论(Upper Echelons Theory)认为，企业高层管理者的背景、经验和个人特质会影响他

们的决策和企业的战略方向。在数字化时代，领导者的数字素养作为一种重要的个人特质，直接影响他

们在数字化战略和创新方面的决策能力和倾向。首先，领导者的数字素养有助于推动企业的数字化转型，

提升企业在数字技术应用方面的竞争力，会主动引进和推广新的数字技术，改善企业的运营效率和服务

水平；再者，数字素养高的领导者能够在组织内部营造出积极的数字化氛围，激发员工的数字化意识和

创新动能，他们会通过培训和激励措施，提升员工的数字技能，鼓励他们参与数字化业务的创新和实践，

促进企业数字创新的发展。 
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1：领导者数字素养正向影响企业数字创新。 

2.3. 数字业务强度的中介作用 

数字业务强度(Digital Business Intensity)是指企业在大数据、云计算、移动平台等数字技术的战略投

资水平和应用程度[27]。领导者具备较高的数字素养，意味着他们能更好地理解和掌握先进的数字技术，

能够推动组织在数字化转型中的进程。数字素养更高的领导者在数字技术认知上的专业壁垒更低，更具

备对数字化技术的洞察力和前瞻性[28]，能够发现投资数字技术背后的潜力，加大在新兴数字技术的投资

水平。数字化技术的应用可以大大提高企业的工作和生产效率，高数字素养领导者在应用新兴数字技术

时，能够更好地推动和优化组织的技术基础设施，可以更好地推动企业内部各部门的数字化协同和管理，

实现企业数字化运营的流畅和高效。再者，数字素养高的领导者能够更准确地识别和评估数字化转型的

机会与挑战，制定更具前瞻性和可执行性的数字化战略，从而提升数字业务的强度。最后，领导者的数

字素养会对整个组织的文化产生影响，推动员工在数字化工具和流程上的接受和应用。因此，本文提出

如下假设： 
H2：领导者数字素养正向影响数字业务强度。 
Westerman 等[29]通过调查发现，具有较高数字业务强度的公司在提高企业资源利用率方面表现更好。

在日益数字化的商业环境中，数字业务强度不足会降低企业在研发和创新方面的能力[13]。高数字业务强

度意味着企业具备良好的数字化基础设施，为数字创新提供必要的技术支持和平台；再者，数字业务强

度高的企业能够利用大量数据进行分析和决策，从而更好地驱动创新；数字业务强度高的企业在市场变

化和技术进步面前能够快速反应和调整，促进数字创新的实现。 
具备良好数字素养的领导者能够更好地理解和把握数字化时代的机遇和趋势，帮助企业把握数字化

业务发展的机会，推动企业数字业务强度的提升，提高企业运营的效率，促进数字化业务在企业中的全

面落地[7]。通过加强企业数字业务，领导者可以创造更多的数字化创新机会，推动企业在数字化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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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程、服务等方面的创新，进而提升企业的数字创新能力。 
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3：数字业务强度在领导者数字素养与企业数字创新之间起中介作用。 

2.4. 知识管理的中介作用 

知识管理理论将知识视为一种不可模仿和不可替代的资源，对企业的生存和竞争至关重要[30] [31]。
在企业经营过程中，独特的知识资源能够帮助企业在竞争中形成优势，但是知识很快会过时，尤其是竞

争对手的快速模仿和环境的瞬息万变，即使是领先的公司也有不断学习和积累新知识的必要[32]，知识管

理成为企业获得竞争力并主动适应环境的一个重要途径和方式[33]。 
领导者的数字素养也影响着企业的知识管理。首先，数字素养能够帮助领导者选择合适的数字技术

以促进知识管理。其次，数字素养较高的领导者能够更直接地参与到知识管理中，如知识创造，分享，

应用等方面。最后，在知识管理过程中，数据安全和隐私保护是不可忽视的方面，具备高素质素养的领

导者能够更好地理解和应用相应的安全协议和技术，保护知识资产远离威胁。 
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4：领导者数字素养正向影响知识管理。 
企业数字创新需要与其他组织互动从而获取资源[34]，然后对其吸收消化、流动共享、整合创新，更

高效率地达成组织的目标[35]。知识管理可以为组织开发改进和创新的产品和流程提供必要的要素[36]。
丰富的知识积累和共享提供了肥沃的土壤，通过知识管理培养的知识库、专业知识、能力和技能可以综

合起来开发新颖的知识资产和创新解决方案[37]，有了正确的知识和信息，领导者可以更好地评估数字技

术的潜在影响和风险，做出更明智的决策，推动企业的数字创新。同时，通过知识管理系统，领导者可

以快速获取和分享关于数字技术的知识和信息，从而更好地理解数字技术的优势和应用场景，帮助企业

实现数字创新。 
结合上述 H4 提出的假设，提出以下假设： 
H5：知识管理在领导者数字素养与企业数字创新之间起中介作用。 
根据资源基础理论，企业的核心资源和能力(包括知识资产)是保证企业在竞争中获得优势的关键因

素，高数字业务强度可以为企业提供强有力的技术支持，提升知识管理效率，促进数字创新。Nwankpa 等

[38]的研究也揭示了数字业务强度与流程创新之间的正相关关系，该研究还特别指出了数字业务强度作

为一种输入手段的重要作用，可以促进知识管理，从而对流程创新产生积极影响。通过论述并结合 H2 的

假设，本文认为数字业务强度和知识管理两个中介变量之间存在相互影响且表现出顺序性特征，形成中

介链，因此提出以下假设： 
H6：数字业务强度和知识管理在领导者数字素养与企业数字创新之间存在链式中介作用。 

2.5. 数字化战略调节作用 

数字化战略是指企业或组织利用数字技术和数据来重新设计和优化其业务模式、流程和服务，以实

现战略目标和竞争优势的系统性计划和方法，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反映企业或组织在数字化方向投入的关

注与资源[39]。一方面，通过数字化的战略规划，企业可以更有效地分配资源，避免偏离核心目标；另一

方面，数字化战略能帮助领导者增强员工的数字化意识，促进组织上下协同，更充分地投入数字化转型

中以推动数字创新。通过制定明确的数字化发展目标和战略计划，数字化战略可以促使领导者思考如何

利用数字化技术创新业务模式、提高生产效率和优化管理流程等。 
在数字化战略导向强的企业，其作为企业实现数字化转型的系统性规划，不仅提供了明确的方向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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框架，增强了领导者的决策支持能力，还通过资源整合与优化、组织文化和流程变革等机制，显著提升

了企业数字创新的效率和质量。因此，数字化战略通过优化资源配置、增强决策支持及推动组织变革等

多重途径，会有效调节领导者数字素养与企业数字创新之间的关系，从而显著提升了企业的数字创新能

力和成果。 
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7：数字化战略在领导者数字素养和企业数字创新间关系中起到正向调节作用。 
而数字化战略要求企业发现新兴的数字技术趋势，并能够预见未来的影响，来为企业创造价值[40]。

因此，数字化战略能够发挥作用帮助企业跳出传统思维模式，更多地利用数字技术，从外部获取知识，

利用已有内部知识，实现知识在行业或企业间的共享、融合、再生。同时，企业实施数字化战略，加大数

字技术资源的投入，不仅能够大幅度提升企业在海量数据信息中获取知识的效率，扩充知识储备，还能

打破不同部门间的知识壁垒，助推知识分享、整合，在一定程度上也推动了企业的数字创新。此外，数

字化战略有助于企业建立开放的学习文化和灵活的组织结构，使得员工能够更好地获取和分享知识、不

断学习和成长。企业可以通过数字化手段对员工进行培训和教育，促进组织学习和技能储备。同时，数

字化战略也有助于企业快速调整和迭代创新业务模式，适应不断变化的市场环境。 
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8：数字化战略在知识管理和企业数字创新间关系中起到正向调节作用。 
综上，本文建立了研究框架，如图 1 所示。 

 

 
Figure 1. Research model 
图 1. 研究模型 

3. 研究方法 

3.1. 数据收集 

基于理论模型，本研究使用问卷调查法进行数据收集。为确保问卷能够真实反应企业在领导者数字

素养、企业数字创新等方面的情况，本研究在已有成熟的测量量表基础上结合本研究的特殊性进行设计。

本研究问卷主要通过问卷星平台发放，并选择企业中高层管理人员作为调研对象。在调研前期，运用

SPSS27.0 和 Amos28.0 软件，对有效回收的 50 份问卷信度和效度分析对题项进行测试。本研究调查共回

收问卷 463 份，剔除无效问卷 31 份，有效问卷 432 份，有效回收率 93.3%。 

3.2. 变量与测量 

本研究通过李克特量表测量变量，量表由若干题项构成，通过被调查者对题项的打分(1 = 非常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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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2 = 不同意；3 = 一般；4 = 同意；5 = 非常同意)来完成问卷的填写。领导者素质素养借鉴张志鑫

等[41]、赵亚普等[42]的研究，并作出适当调整，包括“高层领导能够准确选取及应用与公司业务需求

相匹配的数字技术”“高层领导善于引导员工接受并参与数字化变化”等 14 个题项。数字创新借鉴辛

冲等[43]、Wang 等[44]、Iden 等[45]和 Sedera 等[46]研究，整合调整后将数字创新分为数字产品创新、

流程创新和服务创新，包括“我的组织在产品开发过程中涉及新兴的数字技术和方法”“我的组织的业

务流程正在向数据驱动的方向转变”“我的组织经常尝试开发新的 IT 服务来更好地服务我们的客户”

等 15 个题项。数字业务强度借鉴 Nwankpa 等[38]的研究，重点关注了企业对数字技术的战略投资水平

和应用程度。知识管理借鉴了 Lin 等[47]的研究，将知识管理从知识获取、分享、应用三个方面进行衡

量，量表包括“我的组织有获取知识的流程”“我的组织有标准化的知识共享奖励制度”“我的组织有

应用知识解决新问题的流程”等 13 个题项。数字化战略借鉴 Proksch 等[48]的量表，采用“数字化是我

们商业战略最重要的要素之一”和“数字项目在我们的业务中具有高度优先地位”等 4 个题项进行施

测。 
各变量(领导者数字素养、数字创新、数字业务强度、知识管理、数字化战略)均通过计算平均值来表

征。采用 SPSS27.0 和 AMOS28.0 软件进行多元统计分析，包括探索性因子分析、验证性因子分析、回归

分析、Bootstrap 等方法，检验领导者数字素养对企业数字创新的影响。同时，本文选择企业性质、成立

年限、年度营收等三个变量作为控制变量。 

4. 实证分析 

4.1. 信度和效度检验 

Table 1. Results of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test 
表 1. 信效度检验结果 

变量 题项数 Cronbach’s Alpha CR AVE 

领导者数字素养 14 0.937 0.937 0.517 

数字业务强度 4 0.846 0.846 0.579 

知识管理 13 0.941 0.941 0.550 

数字创新 15 0.953 0.953 0.575 

数字化战略 5 0.868 0.869 0.570 

 
Table 2. Discriminative validity test 
表 2. 区分效度检验 

变量 领导者数字素养 知识管理 数字化战略 数字业务强度 数字创新 

领导者数字素养 0.517     

知识管理 0.332*** 0.550    

数字化战略 0.408*** 0.456*** 0.570   

数字业务强度 0.414*** 0.416*** 0.537*** 0.579  

数字创新 0.341*** 0.353*** 0.442*** 0.481*** 0.575 

AVE 平方根 0.719 0.742 0.755 0.761 0.758 

注：*表示 p < 0.05，**表示 p < 0.01，***表示 p <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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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对数据进行信效度检验，结果如表 1 所示。各变量的 Cronbach’s  α系数和组合信度 CR 值均大

于 0.8，说明各量表内部一致性水平较高，量表信度通过检验，同时平均变异萃取量均大于建议值 0.5，
由此表明问卷聚合效度较高。本文使用 AVE 的平方根检验潜变量间的区分效度，结果如表 2 所示，各变

量相关系数绝对值均小于其 AVE 值的平方根，证明量表间的区分效度较高。同时，本研究还利用 Amos
软件对模型的拟合进行了度量(见表 3)。卡方自由度比值为 1.14 (<3)，渐进残差均方和平方根 RMSEA = 
0.018 (<0.08)，规范拟合指数 NFI、比较适配指数 CFI 等其他指数均大于 0.9，达到理想水平，这说明数

据和模型的拟合程度良好。 
 

Table 3. Model fitting results 
表 3. 模型拟合结果 

指标 χ2/df RMSEM IFI TLI PCFI CFI NFI 

值 1.14 0.018 0.987 0.986 0.94 0.987 0.904 

4.2. 描述性统计与相关性分析 

变量的均值、标准差以及相关系数如表 4 所示。各变量间的相关系数绝对值均低于 0.7，说明不存在

多重共线性问题。 
 

Table 4. Descriptive statistics and correlation coefficients 
表 4. 描述性统计和相关系数 

 M SD LDL KM DBI DS DI 

LDL 3.921 0.822 1     

KM 3.788 0.907 0.461** 1    

DBI 3.774 1.000 0.503** 0.513** 1   

DS 3.865 0.956 0.478** 0.541** 0.554** 1  

DI 3.796 0.930 0.410** 0.425** 0.503** 0.450** 1 

注：*表示 p < 0.05，**表示 p < 0.01，***表示 p < 0.001。 

4.3. 假设检验 

4.3.1. 主效应检验 
本研究采用层次回归分析方法，表 5 为回归分析结果。为检验领导者数字素养与数字创新的关系，

将领导者数字素养作为自变量，数字创新作为因变量进行回归分析，模型 1 表明，领导者数字素养对数

字创新具有显著正向影响(β = 0.409, p < 0.001)。因此，假设 H1 成立。 

4.3.2. 领导者数字素养、数字业务强度与知识管理关系检验 
本研究通过层次回归法验证数字业务强度的中介效应，结果如表 5 所示。由模型 6 可得，领导者数字

素养对数字业务强度具有显著正向影响(β = 0.495, p < 0.001)，H2 通过检验。模型 2 结果显示，数字业务强

度对企业数字创新具有显著正向影响(β = 0.507, p < 0.001)。由模型 3 结果可知，当领导者数字素养、数字

业务强度同时作为自变量进行回归时，领导者素养(β = 0.211, p < 0.001)，和数字业务强度(β = 0.401, p < 0.001)
对企业数字创新的影响仍显著，但是领导者数字素养对企业数字创新的影响系数由 0.409 降低到了 0.211，
说明数字业务强度在领导者数字素养和企业数字创新间发挥着部分中介作用，所以，假设 H3 得到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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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3. 领导者数字素养、知识管理与数字创新关系检验 
本研究通过层次回归法验证数字业务强度的中介效应，结果如表 5 所示。由模型 7 可得，领导者数

字素养对知识管理具有显著正向影响(β = 0.452, p < 0.001)，因此，H4 成立。模型 4 结果显示，知识管理

对企业数字创新具有显著正向影响(β = 0.427, p < 0.001)。由模型 5 结果可知，当领导者数字素养、知识

管理同时作为自变量进行回归时，领导者素养(β = 0.2173, p < 0.001)，和知识管理(β = 0.302, p < 0.001)对
企业数字创新的影响仍显著，但是领导者数字素养对企业数字创新的影响系数由 0.409 降低到了 0.211，
说明知识管理在领导者数字素养和企业数字创新间发挥着部分中介作用，所以，假设 H5 得到支持。 

 
Table 5. Results of hierarchical regression analysis 
表 5. 层次回归分析结果 

变量名称 
数字创新 数字业务强度 知识管理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模型 6 模型 7 

企业性质 −0.004 0.003 −0.001 −0.009 −0.010 −0.008 0.019 

成立年限 −0.26 −0.027 −0.032 −0.039 −0.041 0.015 0.049 

年度营收 −0.26 0.025 0.022 −0.004 −0.001 −0.121 −0.086 

领导者数字素养 0.409***  0.211***  0.273*** 0.495*** 0.452*** 

数字业务强度  0.507*** 0.401***     

知识管理    0.427*** 0.302***   

R2 0.170 0.254 0.287 0.182 0.241 0.268 0.223 

调整后的 R2 0.162 0.247 0.279 0.174 0.232 0.261 0.216 

F 21.788*** 36.350*** 34.330*** 23.754*** 26.985*** 39.132*** 30.626*** 

注：*表示 p < 0.05，**表示 p < 0.01，***表示 p < 0.001。 

4.3.4. 链式中介效应检验 

Table 6. Test results of chain mediation effect 
表 6. 链式中介效应检验结果 

效应路径 效应值 Boot 标准误 
95%的置信区间 效应

占比 下限 上限 

总效应 0.464 0.050 0.366 0.562  

直接效应 0.182 0.055 0.074 0.289  

总间接效应 0.282 0.050 0.190 0.384  

具体间接效应分解：      

领导者数字素养→数字业务强度→数字创新 0.187 0.040 0.112 0.265 66.3% 

领导者数字素养→知识管理→数字创新 0.056 0.022 0.019 0.106 19.9% 

领导者数字素养→数字业务强度→知识管理→数字创新 0.039 0.017 0.012 0.077 13.9% 

 
为进一步检验数字业务强度、知识管理在领导者数字素养与数字创新之间的链式中介作用，本文运

用 Process4.3 插件并采用 Bootstrap 方法进行检验，结果如表 6 所示。由结果可知，领导者数字素养对企

业数字创新的中介效应显著(β = 0.282, p < 0.001，置信区间为[0.190, 0.384])。其中，数字业务强度在领导

https://doi.org/10.12677/ecl.2025.143732


董维维，朱芮林 
 

 

DOI: 10.12677/ecl.2025.143732 495 电子商务评论 
 

者数字素养与企业数字创新间的部分中介效应显著(β = 0.187, SE = 0.040)，Bootstrap = 5000 的 95%置信

区间为[0.112, 0.265]，不包含 0，效应占比 66.3%；知识管理在领导者数字素养与企业数字创新间的部分

中介效应显著(β = 0.056, SE = 0.022)，Bootstrap = 5000 的 95%置信区间为[0.019, 0.106]，不包含 0，效应

占比 19.9%。同时，数字业务强度、知识管理在领导者数字素养与企业数字创新的链式中介效应为 0.039，
95%置信区间为[0.012, 0.077]，不包含 0，效应占比 13.9%。由此可推出，数字业务强度、知识管理在领

导者数字素养与企业数字创新间发挥链式中介作用，假设 H6 成立。 

4.3.5. 数字化战略的调节效应检验 
数字化战略的调节效应检验结果如表 7 所示，数字化战略对领导者数字素养与企业数字创新之间关

系的调节作用，根据模型 10 的估计结果显示，领导者数字素养与数字化战略的交互项系数显著，但是为

负(β = −0.107, p < 0.05)，与本研究假设 H7 不符。这可能是因为数字化战略的实施往往伴随绩效考核，这

可能使得执行者更多地关注短期目标和绩效，而非长期创新，使得在创新方面变得保守，反而阻碍了数

字创新。同时还需要考虑到企业规模的因素，较大企业可能因资源不足，无法有效促进数字创新，资源

分配不均可能导致数字化战略难以深入实施，从而产生负向调节效应。因此，企业应该注重绩效考核制

度的合理性，并根据自身情况合理规划实施步骤，确保资源分配合理，避免资源不足导致的数字化转型

割裂。图 2(a)为相应调节效应图，在低数字化战略时，领导者数字素养对企业数字创新负向影响更强。 
数字化战略对知识管理与企业数字创新之间的调节作用，根据模型 11 的估计结果显示，知识管理与

数字化战略的交互项系数显著，但为负(β = −0.167, p < 0.05)，与本研究假设 H8 不符。我们推测，数字化

战略的实施可能会导致组织内部结构变革，知识管理的流程会被打乱。同时，由数字技术获取的大量数

据，导致知识的有效管理和利用变得更加困难，从而削弱了其对数字创新的影响。因此，建议企业优化

资源配置，确保数字化战略与企业规模相匹配，必要时引入自动化工具，采用协作型创新模式，促进知

识共享和协作。图 2(b)为相应调节效应图，在低数字化战略时，知识管理对企业数字创新负向影响更强。 
 

Table 7. Test of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digital strategy 
表 7. 数字化战略的调节效应检验 

变量名称 
数字创新 

模型 8 模型 9 模型 10 模型 11 

企业性质 0.021 0.017 0.025 0.021 

成立年限 −0.016 −0.023 −0.016 −0.026 

年度营收 −0.007 0.004 −0.017 −0.010 

领导者数字素养 0.252***  0.214***  

知识管理  0.258***  0.247*** 

数字化战略 0.330*** 0.312*** 0.300*** 0.243*** 

领导者数字素养 × 数字化战略   −0.107*  

知识管理 × 数字化战略    −0.167*** 

R2 0.252 0.250 0.261 0.272 

调整后的 R2 0.244 0.241 0.250 0.261 

F 71.072*** 70.026*** 49.326*** 52.267*** 

注：*表示 p < 0.05，**表示 p < 0.01，***表示 p <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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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Figure 2. (a)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digital strategy on digital literacy and digital innovation; (b)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digital strategy on knowledge management and digital innovation 
图 2. (a) 数字化战略在数字素养与数字创新间的调节效应；(b) 数字化战略在知识管理与数字创新间的调节效应图 

5. 结论与讨论 

5.1. 研究结果讨论 

本研究基于高层阶梯理论，构建“领导者数字素养–数字业务强度–知识管理–数字创新”理论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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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旨在研究领导者数字素养对企业数字创新的影响机制，分析了数字业务强度和知识管理的中介效应，

以及企业数字化战略的调节效应。得到以下研究结论： 
首先，领导者数字素养与企业数字创新正相关。具备良好的数字素养的领导者更能理解新兴技术的

潜力和应用场景，能够推动企业在技术领域的创新和应用。他们能够识别出哪些技术可以为企业带来竞

争优势，从而促进数字创新的发生。这一结论与李雪松，王健[22]的观点相近，领导者数字素养是推动企

业数字创新的关键驱动力。领导者的数字素养不仅仅是技术能力，还包括在组织中推动创新的能力。他

们能够倡导并营造一种积极的变革和创新文化，使得企业更容易接受和采纳新的数字化解决方案和业务

模式。 
其次，数字业务强度、知识管理分别在领导者数字素养和企业数字创新间发挥中介作用。一方面，

领导者的高数字素养可以促进企业更多地采用和应用数字技术，从而提高数字业务强度。例如，领导者

可能会推动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增加对数字工具和平台的使用，而高数字业务强度既增强了数字创新

所需的基础条件，又提高了企业运营效率，使员工更多地关注到促进企业数字创新的问题上。另一方面，

领导者的数字素养高，可以推动企业建立有效的知识管理系统。例如，领导者可能会推动使用知识管理

软件，鼓励员工分享和利用知识。企业可以通过知识管理系统更好地捕捉市场信息、技术趋势，并运用

知识管理建立的知识库创造出新颖的知识，解决新问题，推动企业数字创新前进。 
第三，数字业务强度、知识管理在领导者数字素养与企业数字创新间发挥链式中介作用。一方面，

高数字业务强度为企业提供了更多的数字工具和平台，这些工具和平台可以极大地促进知识的创建、共

享和管理，进一步有助于企业数字创新知识的获取、创新、分享及应用，弥补企业在知识基础等方面的

不足，从而提升数字创新的质量。再者，数字化业务过程中产生的大量数据和信息需要通过知识管理来

有效组织和利用，而领导者的数字素养能够推动知识管理体系的建立和优化，例如通过引入先进的知识

管理系统和工具，促进知识的共享和应用，通过知识的积累和共享，企业能够更快地捕捉市场变化和技

术进步，从而推动数字创新。 
最后，数字化战略负向调节了领导者数字素养与数字创新、知识管理与数字创新之间的关系。深入

思考出现这样的结果的主要原因在于，当企业制定严格的数字化战略时可能会规定具体的技术和工具的

使用，这种具体化和标准化的要求可能会限制领导者的自主性和创造力。再者，过于详细和僵化的数字

化战略可能导致领导者在创新过程中受限，无法灵活运用自己的数字素养去探索新的可能性，这种限制

可能导致创新思维的抑制，从而减少数字创新的出现。同理，在知识管理过程中，企业在制定数字化战

略时可能会设置严格的知识管理流程和规定，这些规定可能包括特定的知识共享平台、数据管理工具等。

过于僵化和严格的知识管理流程可能会限制员工的知识共享和创新思维。例如，员工可能被限制在特定

的知识平台上交流，而无法自由地探索和分享新的知识和创意，可能会降低知识管理的灵活性和适应性，

从而抑制数字创新的发生。 

5.2. 理论贡献 

首先，本研究证实了领导者数字素养对企业数字创新具有重要影响。以往相关研究大多关注数字技

术的应用，数字平台能力或知识产权等对企业数字创新的影响，未充分考虑领导者数字素养与企业数字

创新的关系，对现有相关研究进行了有益补充。 
其次，本研究丰富拓展了高层阶梯理论，从微观层面剖析领导者数字素养对企业数字创新的作用机

制，揭示了数字业务强度、知识管理在领导者数字素养与企业数字创新间的链式中介作用，进一步打开

了领导者数字素养对企业数字创新的“黑箱”，为后续研究提供了新思路。使用数字化战略作为调节变

量，有助于明晰领导者数字素养推动企业数字创新的边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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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丰富了数字素养后效研究。当前数字素养多从“教育体系”方向出发，从企业出发的探索较

为匮乏，填补了这一研究领域的不足，为深入探讨数字素养对企业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撑。 

5.3. 实践启示 

首先，本文发现领导者数字素养对数字创新的积极影响，这一结果表明，企业可以为领导者们提供

数字技术相关的培训和教育，帮助了解最新的数字趋势和应用案例。企业也可以积极选聘高数字素养的

候选人来推动企业数字创新。 
其次，在数字创新的过程中，企业应重视数字业务强度和知识管理的作用。一方面，企业不仅需要

抓住机会，积极引入合适的新兴技术，还要将数字技术融入组织，提高企业的数字化能力。另一方面，

企业要搭建知识共享平台，建立知识库与数据库，培养专业的知识管理人才，鼓励企业成员参与到知识

分享和创新中去。 
最后，企业在数字化战略制定和执行中，应综合考虑内外部环境，促进跨部门协作和沟通，提高参

与者对数字创新不同阶段的灵活认识，避免决策失误。还应及时调整和优化知识管理的策略方法，将知

识管理与数字化战略有效结合，企业才能更好地推动数字创新，提升竞争力。 

5.4. 研究局限与展望 

本文存在以下不足：一是未针对各行业进行深入研究，未来可以从不同行业探讨领导者数字素养对

企业数字创新的影响程度。二是本研究使用了来自于中国企业的数据，研究结论可能仅局限于中国背景，

未来将引入不同国家背景的企业样本，以提高研究结论的适用性。最后，本研究从微观考虑了影响企业

数字创新的因素，未来可以分析其他的中介变量和调节变量，例如从动态能力、组织遗忘等方面探讨影

响领导者数字素养对企业数字创新的中介效应或调节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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